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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互动情境中虚假记忆的主动构建 

——“去个性化”在社会感染效应中的作用 

王  慧  董  妍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个体的记忆会被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所扭曲 , 从而形成虚假记忆 , 这一现象被称为记忆的社会感

染。现有研究多关注人际因素对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影响, 但往往将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视为独立单元, 而

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鉴于此, 本研究从互动动力学的视角深入探究记忆的社会感染的内在过程。互

动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互动动力, 可能会影响社会感染效应的强度, 并且其影响途径可能与互动中的“去个性

化”反应有关。未来研究可以验证“去个性化”反应发挥的作用并且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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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准确无误的, 记忆是可塑

的且可以被重构(Conway & Howe, 2022; Zacks 

et al., 2022)。记忆的可塑性导致人们错误地回忆

发生过的事件, 甚至回忆起完全虚构的、从未发

生过的事件(Loftus, 2005; Raposo, 2023), 由此出

现虚假记忆。在小规模团体中形成的虚假记忆 , 

可以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交网络中扩散(Luo et al., 

2021), 从而影响个体和集体记忆的准确性。集体

的虚假记忆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的行为和决策

(Cordonnier et al., 2022; Luhmann & Rajaram, 

2015)。如, 当虚假记忆涉及政治或社会历史事件

时, 可能会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投票选举或态

度表达上的偏差(Verovšek, 2016)。鉴于虚假记忆

在社会环境中的广泛性和破坏性, 研究其形成机

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也对应对虚假信息

在群体中的传播和消除其负面影响具有深远的社

会意义。  

1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及其研究范式 

虚假记忆并不完全是由个体内部的信息加工

过程导致的, 即并不总是自发生成的, 而是可以

通过外部媒介或社会互动被塑造(Abel & Bä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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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3)。当个体通过人际互动将他人输出的

错误信息(也称“事后信息”或“二手信息”)整合到

自己的记忆中, 对原始信息产生记忆扭曲时, 记

忆的社会感染效应便发生了(Hart & Meade, 2021; 

Ito et al., 2019)。例如, 个体可能会通过亲戚的讲

述而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

件(Loftus, 2005; Oeberst et al., 2021)。社会互动中

错误信息的可获得性及记忆的可塑性共同造成了

记忆表征的错误。 

研究者使用社会感染范式和社会从众范式对

记 忆 的 社 会 感 染 效 应 进 行 研 究 (Maswood & 

Rajaram, 2019)。这两个范式都包含三个基本的环

节：编码原始信息—与他人互动并接触他人输出

的错误信息—个体单独回忆。在这两个范式中 , 

都包含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这两种角色。区

别在于, 在社会感染范式中(Andrews-Todd et al., 

2021; Hart & Meade, 2021), 真被试(接收者)与假

被试(发送者)一同编码信息, 然后他们共同尽可

能多地回忆这些信息。此时, 假被试会插入一些

与原始信息不符的信息。最后, 真被试独自完成

关于原始信息的回想或再认任务。在社会从众范

式中(Ito et al., 2019; Kękuś et al., 2024; Monds et 

al., 2019), 不会使用假被试, 而是由两个真实的

参与者编码不同版本的信息(例如, 在一个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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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看的是手表, 而在另一个版本中, 罪犯看的

是挂钟), 这种方式使参与者各自拥有了独属于自

己的信息, 但实验人员会引导参与者相信他们编

码的信息是相同的。之后, 两名参与者分别作为

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 共同进行回忆, 在这

一过程中, 接收者自然而然地会接触到一些与自

己原本记忆过的信息有出入的内容。最后, 再进

行各自的单独回忆。社会感染范式与记忆从众范

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错误信息的引入方式, 差别主

要存在于信息发送者层面, 对信息接收者而言则

没有实质差别。 

2  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因素 

2.1  情境与信息层面 

情境层面的影响来自实验任务的不同环节

(编码、互动、检索)。在信息编码环节, 当原始信

息的呈现时间较短时, 更容易发生记忆的社会感

染效应(Roediger et al., 2001)。在互动环节, 实验

者往往通过引导, 让参与者相信他们与同伴所接

收到的信息是相同的(Bodner et al., 2009), 这会降

低参与者对错误信息的警觉性, 从而增加社会感

染效应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 如果在互动前要

求参与者先进行独立的记忆提取, 那么这可能会

增强对原始信息的巩固从而降低在后续环节中对

错误信息的易感性 (Abel & Bäuml, 2020; Huff 

et al., 2013)。在检索环节, 检索任务的类型和外部

提示对社会感染效应的强度也有重要影响。例如, 

使用来源再认任务而非自由回忆任务可以有效减

少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Multhaup, 1995)。提醒参

与者其同伴回答可能不准确(闫阅 等, 2015; Huff 

et al., 2013; Kękuś et al., 2024), 明确告知参与者

不要与编码后接触到的信息混淆(Bodner et al., 

2009; Echterhoff et al., 2005; Hirst & Echterhoff, 

2012), 或给予参与者更严格的指示, 要求准确回

忆(Wright et al., 2008), 都能够减弱记忆的社会感

染效应(Ecker et al., 2014; Huang et al., 2024)。 

在信息层面, 当错误信息与原始信息的相似

性较高时, 参与者更容易将错误信息整合到自己

的记忆中 , 从而加剧社会感染效应 (Meade & 

Roediger, 2002; Roediger et al., 2001)。此外, 情绪

化或具有价值负载的信息比中性信息更容易引发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 (Kensinger et al., 2016; 

Vosoughi et al., 2018)。 

2.2  人际层面 

诸多研究关注人际层面的影响因素, 特别是

与信息发送者有关的因素。总体而言, 当接收者

对同伴, 即错误信息发送者持高信任态度时, 继

而也会认为同伴输出的信息是准确的(Kękuś et al., 

2021; Polczyk, 2017; Szpitalak & Polczyk, 2019)。

一些研究通过操纵发送者的记忆能力和身份来改

变接收者对信息的来源可靠性的感知, 发现来源

可靠性是产生社会感染效应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

素(Gabbert et al., 2007; Horry et al., 2012)。Monds

等人(2019)让参与者与记忆能力比自己低、和自己

相当或比自己高的假被试合作回忆。结果发现 , 

那些意识到同伴的记忆能力更好的参与者更容易

产生社会感染现象。元认知问卷测量结表明当参

与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相对较差时, 合作回忆时

的错误信息才会降低他们在后续的独立测试中的

记忆准确性。French 等人(2011)操纵了参与者的视

力与同伴视力之间的差异。在最后的再认测试中, 

那些认为自己的视觉敏锐度比同伴高的参与者不

太容易受到同伴输出的错误信息的影响。以往研

究还发现, 个体不太可能接受与自己不同年龄段

(Davis & Meade, 2013; Meade et al., 2017; Numata 

et al., 2020) 和 来 自 外 群 体 他 人 的 错 误 信 息

(Andrews & Rapp, 2014)。对亲密的人(Mojtahedi et 

al., 2018)、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Mojtahedi et al., 

2020; Williamson et al., 2013)或更自信的人(Allan 

& Gabbert, 2008; Goodwin et al., 2017)输出的信息

则更多地认为是可靠的。 

人际层面的影响因素还与信息接收者有关。

接收者的人格特质 , 如宜人性 (Doughty et al., 

2017)、社会回避(Wright et al., 2010), 自尊和自信

水平(Monds et al., 2019; Thorley & Kumar, 2017)

等都会直接影响对错误信息的接受程度。 

3  新的视角：从互动动力学的角度探究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 

以往研究倾向于将信息接收者和发送者作为

参与互动的独立单元, 但既然记忆的社会感染效

应来自于社会互动情境, 那么就有必要考虑到与

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互动有关的因素。因为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信息的简单传递, 个体的行

为往往是与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交互的结

果(Newcomb et al., 2015)。有研究发现, 当错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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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发送者提前输出, 然后再呈现给参与者, 而

不是在实时互动中产生时, 那么个体便相对较少

地与发送者的回答保持一致 (Allan & Gabbert, 

2008)。而只有在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时, 接收者

的回答才更容易与事后信息保持一致。因为在互

动过程中成员会评估彼此的心理状态和意图

(Koike et al., 2016), 并根据社会规范动态地调整

其认知和行为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接收者与发

送者的动态交互特征, 探讨接收者与发送者在群

体情境中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接收者在脱离群体

互动后的记忆扭曲, 即从群体/互动动力学的角度

探究记忆的社会感染。 

群体动力学理论指出, 互动模式是一种基本

的群体动力。它是社会互动中影响群体成员行为

和态度的重要部分(Garvin et al., 2017)。依据互动

媒介、场合的不同, 与同样的信息发送者可以有

不同的互动模式。常见的互动模式包括：(1)辐射

式：领导者是中心人物, 团体中的沟通以领导者

为中心向团体成员传递, 成员的沟通对象也是领

导者; (2)轮流式：又称为圆圈型, 成员一个接一个

轮流发言; (3)热座式, 一位成员与领导者或两位

成员之间进行交流, 其他成员则充当观察者的角

色; (4)自由式, 在这种模式中, 所有成员之间可

以自由地进行交流。有时, 研究者也将“群体动力

学”称为“互动动力学” (Provenzi et al., 2018)。“互

动动力学”是多个概念的总称 , 涵盖了与社交伙

伴如何在社交互动中相互影响和共同构建意义

(Boorom & Liu, 2024; De Jaegher, 2013)。鉴于与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有关的研究也使用了“互动

动力学”这一术语(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本文也沿用此表述。总之, 互

动动力学涉及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动态地适应和

回应彼此 , 但彼此在行为的频率和强度上可能

并不对等(Boorom & Liu, 2024; Provenzi et al., 

2018)。 

Saraiva 和 Garrido (2024)的研究表明互动模

式的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对错误信息的反应

和个体记忆的重构。在这一只有两名参与者的二

元互动中 , 研究者对比了 “ 轮流 ” (Marion & 

Thorley, 2016; 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et al., 

2017)和 “自由 ” (Harris et al., 2012; Marion & 

Thorley, 2016; Maswood et al., 2022; Maswood & 

Rajaram, 2019; Vredeveldt et al., 2017)这两种模式

的互动对虚假记忆的影响(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Thorley & Dewhurst, 

2007)。在轮流式互动组, 参与者轮流回答与原始

信息有关的问题, 并记录下自己的和其他成员的

答案, 相互之间不允许讨论。在自由式互动组, 参

与者之间可以自由交流, 且必须就每个问题的答

案达成共识才能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这两种互

动模式所反映出的互动动力学的区别表现在：轮

流式的互动程度要低于自由式。轮流式互动属于

单向信息传递模式, 其特点在于参与者仅接收他

人分享的信息而无需给出反馈。相比之下, 自由

式互动则采用双向信息交换模式, 允许参与者对

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并表达个人态度。研究发

现在互动过程中, 自由式互动比轮流式互动产生

的对错误信息的虚报更少, 并且在后续的独立检

索阶段, 曾参与自由式互动的个体回忆出的错误

信息也更少。在另一些研究中 (Maswood et al., 

2022; Thorley & Dewhurst, 2007), 也发现轮流式

互动导致参与者在后续的个人检索阶段产生更多

的虚假记忆。 

但是, Saraiva 和 Garrido (2024)的研究只能说

明互动过程中的交流和反馈有助于参与者拒绝互

动中出现的错误信息, 无法证明互动模式对社会

感染效应的直接影响。因为在自由式互动中, 成

员间会通过讨论对错误信息进行修正, 即所谓的

错误修剪(孙亚茹 等, 2023)。错误修剪会纠正部

分错误信息。而在轮流式互动中, 小组成员无法

纠正错误, 或者以其它方式相互提供反馈。这使

得两组的参与者在进行最后的独立检索之前, 接

触到的错误信息的数量其实是不同的。两种互动

模式下暴露出的错误信息的数量和内容不同, 所

以最终的个人回忆阶段, 回忆出的错误信息的数

量也有所不同。虽然现有研究未能排除此类因素

对结果的潜在干扰(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Thorley & Dewhurst, 2007)。但这

些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未来

的研究可以在确保参与者接触到相同数量和内容

的错误信息的基础上, 检验不同互动模式对社会

感染效应的直接影响。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互动

动力学在错误信息传播和记忆重构中的作用, 为

减少虚假记忆的产生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

效应的机制。 



162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3 卷 

 

 

4  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
机制 

4.1  产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机制 

Betz 等人(1996)提出了三种导致与他人记忆

保持一致的途径。第一种, 由个人记忆被扭曲带

来的记忆的社会感染。第二种被称为信息性影响, 

第三种被称为规范性影响, 规范性影响是本文着

重关注的机制。 

4.1.1  由个人记忆被扭曲带来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当被要求回忆原始信息时, 经历记忆扭曲的

人可能会无意识地报告出事后信息, 认为这是他

们对原始信息的真实回忆, 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信

息是从二手来源获得的。因为从二手来源获得的

信息已经存储在记忆中, 即事后信息已经与其源

头解离并被内化。Loftus (1993)形象地将事后信息

比作“特洛伊木马”, 因为个体通常未能意识到它

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上基于 DRM 范式提出的、

用于解释自发性虚假记忆的认知理论, 也被延伸

用于解释个人记忆为何会被事后信息所扭曲, 如

来源监控理论(Gronchi et al., 2023; Pena et al., 

2017)、模糊痕迹理论 (Abadie & Camos, 2019; 

Brainerd & Reyna, 2019)、内隐激活反应理论

(Sanderson & Ecker, 2020)等。它们都有一个基本

假设：虚假记忆与记忆相关的认知过程有关, 通

常是由于在编码、存储或检索环节出了问题(郭滢 

等, 2021), 并且通常情况下, 这些记忆过程中的

“失误”都是无意识产生的。这一途径主要聚焦于

个体内部的记忆过程, 不关注互动过程中涉及到

的社会因素。因此, 当我们探究互动模式对记忆

的社会感染的影响时, 这一机制并非核心关注点。 

4.1.2  由信息性影响造成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也有研究表明, 社会感染效应的产生不应完

全归因于认知过程中的错误, 还应从社会心理学

的角度加以解释(Polczyk, 2017)。即使参与者意识

到同伴提供的信息与原始信息不一致, 甚至当这

些事后信息对他们回忆原始信息的能力没有任何

影响时 , 虚假记忆仍可能出现 (Kękuś et al., 

2021)。信息性影响可以通过以下陈述来说明：“我

认为答案是  ‘X’ (或‘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但其

他人都说是‘Y’, 所以答案肯定是‘Y’。”。当被要

求回忆原始信息 (“X”)时 , 个体回记起事后信息

(“Y”), 并准确记得这是他人提供的。然而, 个体

也相信这些事后信息 (“Y”)正确反映了原始信息

(“X”)。 

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的研究首先探

讨了这一可能。在实验中, 如果原始信息是“锤子”, 

事后的误导信息是“螺丝刀”, 那么在最终的测试

中, 参与者需要在原始信息和无关信息(如“扳手”)

之间做出选择 , 而不是在原始信息(“锤子”)和事

后信息(“螺丝刀”)之间做出选择。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指出, 如果阅读事后误导信息确

实对原始信息的记忆有负面影响, 那么被误导的

参与者选择正确选项(“锤子”)的概率应当低于未

被误导的参与者。然而实验结果并非如此。

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认为, 没有证据表

明事后信息对原始信息的记忆有负面影响。在先

前的研究中, 通过让参与者在原始信息和事后信

息之间进行选择获得的结果, 不应该从记忆过程

(编码—巩固—检索)的角度进行解释。参与者有可

能同时记住了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 但在回答相

关问题时选择了后者, 因为他们更相信他人的叙

述而不是自己的记忆。 

后来, 研究者提出了“整合模型” (Blank, 1998, 

2005), 该模型认为个体在检索信息时, 实际上面

临的是问题解决任务, 个体试图找到关于记忆任

务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不仅依赖于记忆中

的原始信息, 还取决于参与者对记忆任务的内部

表征。一般情况下, 参与者对任务的内部表征遵

循“一致性假设”, 即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 , 通常

假定对话者不会故意传播错误或缺乏依据的信息, 

否则就违反了哲学家 Grice (1975)提出的人类交

流中的合作原则。因此, 人们总是默认与之交流

的人输出的信息是可信的。当个体意识到原始信

息和事后信息之间的差异时, 他们会尝试对这种

差异做出解释。比如, 是自己记错了。在某些情

况下, 这种解释可能会使记忆偏离客观情况, 从

而导致虚假记忆的发生。在 Blank (1998)的第一个

实验中, 参与者发现了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之间

的差异。并且, 在超过 40%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给

出了与错误信息一致的答案。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参与者怀疑自己的记忆

能力。 

信息性影响强调, 参与者对事后信息来源可

靠性的判断是决定其如何评估事后信息准确性的

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也表明, 对事后信息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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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往往会导致更高程度的社会感染(Kękuś et al., 

2021; Polczyk, 2017; Szpitalak & Polczyk, 2019)。

然而, 这一途径也无法作为互动模式影响社会感

染效应的核心机制。因为面对同一发送者, 不同

的媒介和情境可能会触发不同的互动模式。目前

尚无研究明确表明, 互动模式的变化会直接导致

个体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发生变化。 

4.1.3  由规范性影响造成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规范性影响关注互动过程中个体的社会性认

知。规范性影响可以通过以下陈述来说明：“我认

为答案是‘X’, 但其他人说是‘Y’, 我不想惹麻烦 , 

所以我会说‘Y’。” 但内部信念并未发生变化(仍

然认为答案是‘X’)。个体同时拥有原始信息(“X”)

和事后信息(“Y”)。尽管能够回忆起原始信息, 个体

却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作出反应, 重复事后信息。 

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去个性化”是规范性影

响的一种具体体现。当个体身处群体中时, 其内

部的道德或价值观会减弱, 并且出于社会认同或

寻求归属感, 个体倾向于与群体规范或群体情绪

保持一致 (Diener, 1979; Festinger et al., 1952; 

Zimbardo, 1969),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特征或

价值观行动, 由此产生 “去个性化” (Chan et al., 

2023; Vilanova et al., 2017)。Asch (1955)的研究早

已表明, 在社交场合, 人们会为了遵守群体规范

和获得社会认同而放弃自己的正确判断。还有研

究表明在互动过程中出于社会影响而做出的短暂

的知觉调整会带来稳定且持久的知觉改变(Zhan 

et al., 2025)。 在记忆研究中, Allan 和 Gabbert 

(2008)的实验 2 发现, 在互动过程中, 无论参与

者面对正确还是错误答案 , 都会倾向于依从他

人。这种依从导致其正确率相较基线水平(未接触

他人答案时, 独立作答的正确率)发生波动：当他

人提供错误答案时, 参与者的正确率下降; 当他

人提供正确答案时, 正确率又上升。研究者从信

息性影响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结果, 但无法排除参

与者因社会压力而顺从他人的可能, 即规范性影

响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规范性影响是本文

所关注的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的核心机

制, 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这一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进行详细论述。 

4.2  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的机制：“去

个性化” 

4.2.1  互动过程中的“去个性化” 

类比于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去个性化”, 在

进行记忆互动时, 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行为。在

群体记忆中, 当他人输出错误信息时, 个体的观

点更可能与他人保持一致。因为个体不仅受与任

务相关的认知需求的驱动(正确回忆编码过的信

息), 也会受规范性影响的驱动(Allan & Gabbert, 

2008; Ekeocha & Brennan, 2008)。规范性影响可以

从两个层面解释, 在个人层面, 个体有着维持积

极自我形象、避免负面评价的需求(Ribino, 2023; 

Steinmetz et al., 2017; Wright et al., 2010)。当信息

接收者提出与发送者不同的意见时, 若遭到质疑, 

可能会感到丢脸、自尊受损。或者, 如果信息接

收者明确反对他人的意见, 接收者可能会认为这

种行为是不礼貌的 , 会损害他人的自尊 (陈文平 

等, 2013)。所以, 出于社会印象管理的考虑, 个体

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的正确记忆而认同他人输出

的信息。在群体层面, 个体有着遵守群体规范的

需求(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 特别是在东亚

文化中, 维持集体的和谐, “不冒尖”显得尤为重要

(Huang, 2024)。这使得信息接收者对错误信息的

态度并不只依据自身持有的记忆, 还会考虑群体

目标、规范等因素, 选择性地输出或改编自己持

有的信息。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群体层面, 个体

都可能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观点, 选择接受他人的

错误信息, 即出现记忆的“去个性化” (图 1)。 

以往研究认为虚假记忆是被错误信息“植入”

的结果, 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个体在互动中未能

识别出错误信息而造成的。在本文中, “去个性化”

强调的是个体识别出了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但仍 
 

 
 

图 1  社会互动通过“去个性化”产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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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选择认同与接受 , 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主动

选择。  

4.2.2  互动模式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去个

性化” 

不同的人际互动模式往往带来不同程度的社

会压力(Thorley & Dewhurst, 2007), 由此引发的

“去个性化”的程度可能也是不同的。具体而言, 在

轮流式互动中, 参与者依次进行回忆, 相互之间

不进行交流, 社会压力较小。在自由式互动中, 参

与者之间对任意一名成员回忆出的信息进行讨论, 

直到达成一致。自由式互动中的社会压力更大 , 

如前面提到的维护自我及他人自尊、避免争执、

遵守群体规范, 促进团体和谐等(Smith & Postmes, 

2011)。在这样的互动模式中, 个体更可能受到规

范性的影响而压抑自己的想法, 转而接受他人输

出的错误信息。而在轮流式互动情境下, 由于个

体仅需承担接收信息的任务而无需提供反馈, 社

会性因素(如维护群体和谐)的影响显著降低, 其

行为较少受规范性影响的驱动, 个体拒绝不认同

信息的心理阈限降低。个体能够基于自身真实感

受进行相对独立的信息加工。虽然 Thorley 和

Dewhurst (2007)的研究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压力

情境会如何影响自发性的虚假记忆, 而不关注社

会压力如何影响对他人输出的信息的反应, 但这

一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互动模式中的社会压力的差

别及其对记忆扭曲的重要作用。 

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 , 个体在群体中的“去

个性化”反应是否会导致个人真实记忆的扭曲 , 

因为“去个性化”反应是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一

种“权宜之计”, 在互动结束后 , 是否会改变个体

原有的正确记忆, 仍有待研究。 

4.2.3  “去个性化”可能会造成记忆的社会感染 

如果个体在互动中出现了“去个性化”行为并

且在脱离人际情境后, 将互动中出现的错误信息

作为原始信息进行回忆 , 就表明互动中的“去个

性化”行为确实会扭曲个人的真实记忆。也就是说, 

社会感染效应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信息发送者的输

出, 接收者的“主动妥协”同样是促成这一结果的

重要因素。尽管错误信息最初是由他人引入的 , 

但最终是由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将其整合

进自己的记忆的, 而不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他

人“植入”。虽然目前并没有研究直接对以上可能

进行验证, 但是参考关于说谎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也可以间接地说明对于原始信息的主动修改不仅

仅在群体互动时暂时存在, 而且可能会在后续持

续扭曲个人回忆。 

研究发现说谎会扭曲记忆。这类研究的实验

流程也分为三个基本的环节。首先, 参与者观看

视频或执行某些动作。随后参与访谈, 在访谈中

就编码过的内容进行诚实回答(诚实组)或提供虚

假回答(说谎组)。访谈两天后或者更长时间后进行

独立记忆测试, 即如实回忆编码过的内容。两组

在最终的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差异用于评估说谎对

记忆的影响。研究通常发现, 说谎组的记忆表现

不及诚实组 , 甚至会将谎言误认为是原始信息 , 

这表明说谎会导致虚假记忆(Battista et al., 2021; 

Otgaar et al., 2016; Otgaar & Baker, 2018; 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 Romeo et al., 2019)。

但这些结果均来自于被迫说谎(实验要求参与者

必须说谎)的情况。 

考虑到“说谎”是一种有目的的、故意的行为

(DePaulo et al., 2003), 意向性(intention)是说谎的

重要特征(Walczyk et al., 2014), 有研究探讨了自

愿说谎对记忆的影响, 同样也发现了其对原始记

忆的损害(Li et al., 2022; Riesthuis, Otgaar, Hope, 

et al., 2022)。在 Riesthuis, Otgaar, Hope 等人(2022)

的研究中, 参与者与假被试(由电脑程序模拟)轮

流投掷骰子, 并向对方报告自己的投掷点数。在

报告投掷点数时 ,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强激励

说谎”和“弱激励说谎”两种条件。在“强激励说谎”

条件下, 说谎能避免经济惩罚, 说谎的结果是利

己的。在“弱激励说谎”条件下, 说谎可使他人受益, 

但自身无实际损益。在两种条件下, 参与者均可

自行决定是否说谎。两天后, 考察参与者对骰子

投掷点数的记忆。结果发现, 在两种条件下, 分别

有 38%和 35%的参与者说了谎, 且说谎者比诚实

者产生了更多虚假记忆, 但虚假记忆在两种说谎

条件下无显著差异。因此,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自

愿说谎都会导致记忆扭曲。 

也有研究专门探讨了被迫说谎和自愿说谎对

记忆的不同影响。Dianiska 和 Meissner (2023)的

研究使用了物体范式, 包含动作、复述和测试三

个环节。在动作环节, 参与者执行指定动作, 接着

在复述环节描述自己是否执行过这些动作。自愿

组的参与者自行决定是否说谎, 对于执行过的动

作 , 可以如实描述 , 也可以虚假否认; 对于未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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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的动作, 可以如实否认, 也可以虚构描述。而

强制组的参与者则必须说谎。一星期之后的测试

环节, 参与者需要回答在动作环节是否执行过某

项动作。结果发现, 对于未执行过的动作, 说谎者

更可能错误地记得自己曾执行过该动作, 且未发

现被迫说谎组和自愿说谎组在虚报率上有任何差

异。但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当参与者自愿提供错误

信息时 , 这些错误信息更有可能成为持久的记

忆。比如, Pezdek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 与被迫

虚构答案的参与者相比, 自愿虚构答案的参与者

更有可能在第二次记忆测试中重复虚构的答案。

总之, 不论是被迫说谎还是自愿说谎, 不论自愿

说谎出于哪种动机, 谎言本身都可能会在后续的

记忆测试中被当作事实。 

关于说谎与记忆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互动中

的‘去个性化’可能会持续更改个人在互动后的记

忆”提供了支持。传统说谎研究(特别是自愿说谎)

中的错误信息 (即谎言 )是由参与者主动生成的 , 

本研究关注的“去个性化”情境下的错误信息是由

他人生成然后被参与者主动接受的。虽然错误信

息的来源不同, 但是它们都强调主动且有意识地

对初始正确信息的否定会对个人的真实记忆产生

不利的影响。 

5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从互动动力学视角探讨了记忆的社会感

染效应 , 重点分析了互动模式对记忆扭曲的影

响。互动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互动动力, 可能会

通过互动过程中的“去个性化”反应来影响社会感

染效应的强度。从互动动力学的视角考察记忆的

社会感染效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科学价值上, 能够为研究错误信息在社会互动

中被个体接受和内化的机制提供参考。在社会意

义上, 理解不同互动模式下错误信息的传播机制

有助于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例如, 在群体讨论

或决策中, 避免一开始就进入自由式讨论, 而是

先要求每个个体独立输出自己的观点。此外, 了

解“去个性化”对记忆的影响, 也有助于设计更具

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如加强群体中的信息验证与

反思机制, 鼓励信息接收者保持独立判断等。未

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5.1  准确测量“去个性化”反应的发生 

“去个性化”是规范性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 , 

未来研究应注意将人际互动中的规范性影响与信

息性影响进行明确区分。在现有的探讨记忆的社

会感染效应的研究中,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参与者

在互动中给出的回答是否与他人保持一致(Allan 

& Gabbert, 2008), 这是一种行为层面的反应, 但

仅凭行为一致性无法说明记忆的社会感染是通过

信息性影响还是规范性影响产生的。因为在互动

过程中与他人保持一致既可能是真的认同他人的

观点, 即信息性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压力而

调整了自己的回答, 即规范性影响。未来的研究

应关注参与者在接触到错误信息时对于信息的认

知判断。当发送者向接收者输出错误信息时, 接

收者可能出现三种判断：判断为正确, 判断为错

误, 判断为不确定。这三种认知判断都可能导向

相同的行为反应。但不同的判断却对应不同的影

响机制。如, 当判断为不确定时, 可能会因为信息

性影响而认同事后信息, 当判断为错误时, 却会

因为规范性影响而认同事后信息。因此, 并不是

与他人有着一致的反应就说明发生了“去个性化”, 

而应强调认知判断与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不一

致的判断加上一致的反应 , 才能共同说明“去个

性化”的发生。 

为了操纵“去个性化”的发生, 研究不仅需要

创设让参与者与他人反应一致的情境, 还应确保

他人提供的信息与参与者的观点不一致 , 这是

“去个性化”发生的重要前提。未来研究可采用“先

独立后互动 ” 的实验设计 (Horry et al., 2012; 

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即在互动环节前设置个体独立检索阶段, 以此建

立对原始信息的基线记忆水平。在互动中若参与

者的反应不仅与他人一致, 也与互动前独立判断

一致, 说明未发生“去个性化”。此外, 在互动后, 

也需要参与者就互动过程中的感受进行评价, 如

做出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想

法。总之, 未来的研究需准确测量“去个性化”的发

生, 防止将其与信息性影响混淆。 

5.2  关注记忆提取的延迟间隔的影响 

记忆的更新(memory updating)是需要一定时

间的, 与真实记忆相比, 虚假记忆有时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增加(Seamon et al., 2002)。再激活/再

巩固假说认为, 当我们检索一段记忆时, 神经网

络中的记忆痕迹会被重新激活, 这段记忆并不是

简单地从大脑中提取出来, 而是进入一种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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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这使得记忆更加灵活并能够整合新的信息

(郭滢  等 , 2021; Carneiro et al., 2021; Chan & 

LaPaglia, 2013)。依据这样的观点我们推测, 出现

在互动阶段的每个刺激都具有记忆上的可塑性 , 

而对那些他人判断与自己的原有判断不一致的信

息的表征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且容易被修改, 由于

他人判断的“干扰”, 个体很难对原始信息形成一

致的、固定的表征(Lehman & Malmberg, 2013; 

Osorio-Gómez et al., 2023), 因而更容易发生记忆

的扭曲。在以往的研究中, 当接触了他人提供的

错误信息或者自己说谎后, 对于错误信息或谎言

的记忆并不是立刻出现的 , 而是在经过两天

(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 Riesthuis, 

Otgaar, Hope, et al., 2022; Vieira & Lane, 2013)、三

天(Dianiska & Meissner, 2023)、七天(Dianiska & 

Meissner, 2023; Mangiulli et al., 2020; Pezdek et al., 

2007; Polage, 2019)或一个月后(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测量到的。这表明离线过程

(如睡眠)可以将整合了新信息后的不稳定的记忆

表征巩固为稳定的表征(Schacter et al., 2011)。因

此, 由“去个性化”行为引发的社会感染效应可能

具有延迟显现的特点。未来研究需延长提取时间

间隔 (retrieval interval), 以充分观测记忆更新的

动态过程。 

5.3  探讨“去个性化”导致虚假记忆的原因 

在关于说谎导致记忆扭曲的研究中, 研究者

认为说谎相对诚实叙述而言, 需要消耗更多的认

知资源 (Battista et al., 2021; Otgaar & Baker, 

2018)。因此造成了对原始记忆的损害。也有研究

者认为, 认知失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

在自愿说谎的情况下。诚实是大多数文化的默认

规则, 而欺骗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在违

反规则或内心的真实信念时会经历认知失调

(Pfister et al., 2016)。为了减少认知失调, 个体可

能会抑制基于普世规则的反应(说实话) (Li et al., 

2022), 或改变自己的原始信念, 承认谎言的合理

性 , 由此导致虚假记忆 (Rodriguez & Strange, 

2015)。有研究者使用诱发依从范式, 三次测量了

参与者对学费上涨的态度(1~11 评分)。第一次为

初始测量, 第二次是将参与者分为被动说谎组和

自愿说谎组, 写下支持学费上涨的陈述后, 测量

其当下真实态度; 第三次是在两天后, 要求参与

者回忆初始测量时的评分(Rodriguez & Strange, 

2015)。研究者计算了“态度转变”和“记忆转变”两

个指数。态度转变指说谎任务后测得的真实态度

(第二次测量)与初始态度(第一次测量)之间的差

值, 记忆转变指回忆中的原始态度(第三次测量)

与真实的原始态度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 与那

些被动支持与初始态度相反提议的参与者相比 , 

主动支持的参与者变得更倾向于支持学费上涨 , 

即有着更大程度的态度转变, 并且对原始态度产

生更大程度的错误回忆, 即有着更大程度的记忆

转变。研究者认为态度转变是在减少认知失调的

驱动下产生的。此外, 态度转变在说谎(对被动和

自愿两种条件进行哑变量编码)和记忆转变之间

起到了中介作用。 

在本文中, “去个性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说谎行为, 因为“去个性化”意味着对不符合个人

记忆的信息表达赞同。当做出“去个性化”行为后, 

个体也可能体会到内心信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

突, 即产生认知失调。那么, 在“去个性化”反应的

基础上, 社会感染效应是否源于个体为了减少认

知失调而在内心改变自己的原始信念, 未来研究

可进一步探讨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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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construction of false memor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 role of “deindividuation” in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WANG Hui, DONG Yan 
(School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mmunication within groups can lead to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creates 

false memories.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as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Some studies focus on 

factors lik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Many works highlight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facto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often treat senders and receivers as independent units.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dynamics. 

Interaction patterns are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interaction dynamics. They may affect the strength of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For example, in free-for-all interactions, individuals may be more likely to accept 

misinformation. This often occurs to maintain social goals or a positive image, leading to a 

“deindividuation” response. This response can persist and alter memory, causing the spread of false 

memories. In turn-taking interactions, deindividuation is less likely, and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s 

weake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ccurately measure deindividuation and explore its role in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t should further uncover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is effect. 

Keywords: false memory,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nteraction dynamic, deindividuation, interaction pattern 


